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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初三馆迁入崇文院后变化很大，仅以藏书制度建树的角度讲，最大的举措莫过于在崇文院中新建

秘阁及其所属的藏书库。这标志着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促使此前历代皇家藏书与国

家藏书处于难分彼此的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只是符合了那个时代皇家典藏的现实需要，更为重要的

是发挥了典籍本身的功用———较为广泛地服务于更多的上层文士，有效地推动了北宋右文政策的实行，其影

响特为深远。
关键词: 国家藏书制度; 崇文院; 秘阁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 2013) 06 － 0275 － 05

有宋一代，尤重典籍，国家藏书一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如明人胡应麟《书厄论》称

两宋图籍之盛曰:“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至矣; 三盛于淳熙，四盛于

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①深入考察当时能够有效地利用丰盛的国家藏书创造出值得后世称

颂的文化功绩，除朝廷重视文化建设的政治影响、雕版印刷盛行的科技因素之外，首先与之有

着直接关系的，应该是创建了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宋初的国家藏书制度，在经历了

前代藏书制度到新建崇文院藏书制度的初创阶段之后，又在太宗时期新建秘阁，标志着有别于

前代的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这一点，本文以记述北宋馆阁藏书与制

度方面具有专门性史料价值②的《麟台故事》所载为主，再参以其它相关文献即可得到更为清

晰的实证。

一、三馆迁入崇文院后的变化

( 一) 御赐名号“崇文院”的重要性

宋初近二十年，沿袭着唐五代的馆阁旧制，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并处于后周以来的旧址

之上，馆阁馆职之称依旧如故。三者之间的先后秩次虽早已分定，但在职掌朝廷具体事务中所

具有的职能、性质等几乎相差无几，均为大致相当的三个以藏书为主的文化部门。若深究三者

的细微区别，那也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承担朝廷文化事务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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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过程中各自职掌职事有所侧重而已。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978 ) 二月，三馆共同迁入刚刚竣

工的崇文院新址后，各自所设馆职的称号和机构设置不仅依然没有什么变动，而且还在崇文院

中仍旧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藏书库，表面上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其实则不然，因自此以后的

三馆共处于一院之内，三馆即为崇文院，故有“三馆通名之曰崇文院”③之说。其实，当时世人

眼目中的崇文院，俨然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特别是当时崇文院的居址比邻皇宫，屋舍高大威

严而又辉煌，建造规格远远高于其它中央机构的办事处所，更有太宗皇帝御赐御书的名号———
崇文院。真所谓“太宗皇帝待遇三馆特厚”④之由来已久，此举之重要性自当毋庸置疑。

总之，三馆通称为崇文院的情况，远非表面上有了某一种称谓的变化那么简单，其重要性

在于朝廷把崇文院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不同于其它常设性中央政府机构进行创建。此举至少从

形式上，先通过崇文院把三馆已经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以共同担负国家藏书为主体性质的文

化机构; 然后日益尊崇，令其声势渐趋显赫，促使其成为集珍藏典籍并利用其创造新的文化、储
育人才以备皇帝顾问的文化部门; 最终朝廷才能够真正借助其推行右文政策，切实扭转唐五代

以来武人一贯拥兵自重而左右朝政的局面。
( 二) 崇文院成为国家总的册府之所

三馆迁入崇文院后，实则“合为一矣”⑤，仅以三馆布局在崇文院中的独立藏书库为例，便

足以说明问题。如仅从表面上来看，寓寄于崇文院内的三馆似乎是独立的、互不相属的三个部

分: 昭文馆有一个书库，处在崇文院的东廊; 集贤院有一个书库，处在崇文院的南廊⑥ ; 史馆有

四个书库，处在崇文院的西廊，且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准分藏为四库。不过从新建崇文院的

实质而言，当时的三馆同寓一院，其贮藏于崇文院中的全部六库书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诸如当

时统计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图书总量时，便是如此，“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册府之文焕乎

一变矣。”⑦此外，在三馆整体迁入崇文院后的当年，有一批新增加典籍归入时，亦云:“两浙钱

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送馆阁，用雕木为架，以青缕帕幕之，简策之府翕然一变矣。”⑧

可见，三馆共处于崇文院内，典籍珍藏方面所发生的一些实质性变化，足以向朝廷内外表

明: 崇文院在整体上已成为国家总的册府之所，也是唯一的规格级别最高的国家典籍之府。

二、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作为具有北宋特色，而且有别于之前的历代国家藏书制度———以馆阁为核心藏书制度的

正式确立，还是通过崇文院中新建秘阁来完成的。特别是从藏书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三馆迁

入崇文院之后，最重要的举措实是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使此后皇家藏书与国家藏书开始有了

明确的分野，这标志着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
( 一) 新建秘阁的重要性

端拱元年( 988) 五月五日，在崇文院中堂新建秘阁，从三馆中精选出当时堪称为真本或者

善本的书籍、有名的前贤字画等归属秘阁珍藏和管理，并设有与三馆馆职大致相同的秘阁馆

职。后在淳化元年( 990) ，诏定秩次居于三馆之后，亦可称为四馆，合则称“馆阁”。只不过当

时秘阁职官设置虽然俱全，也拥有自己的典藏，但实际的情况乃是秘阁处在崇文院中堂，“层

构未立，书籍止局偏厅庑廊内”。⑨直到淳化三年五月，才下诏在崇文院中增修秘阁。当年八月

阁成，太宗既御书名号“秘阁”二字以赐直秘阁李至，又在右仆射李昉等臣僚的极力恳请下亲

为之作《赞》，并刻石于秘阁下，是为之记。可见，朝廷对秘阁的重视程度之高异乎寻常。
另外，崇文院中新增秘阁之举的影响之大，在宋人的公私文牍中均有记载。如据《麟台故

事》残本卷一《官联》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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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阁。端拱元年瑏瑠，于崇文院中堂建，择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
化元年，诏次三馆，直阁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掌缮写、储藏、供御典籍图书之事;判
阁一人，旧常以丞、郎、学士兼秘书监领阁事，大中祥符九年后，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
官判。国初，又置秘阁校理，通掌阁事，咸平后者皆不领务。瑏瑡

又据《玉海》引与《麟台故事》著者程俱同时期人叶梦得之语曰:

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
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瑏瑢

再据与程俱著述《麟台故事》时所选材大致同源的《宋会要辑稿》载:

太宗端拱元年五月，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
迹藏其中。凡史馆先贮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亦一时之妙也。是月，
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及提辖秘阁供御图书，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史馆检讨杜镐充校
理，此盖设官之始也。瑏瑣

总之，建秘阁的目的是为了专供皇帝御览，故其所藏典籍是从三馆中精选出来的珍品和逐

渐收集起来的以宋太宗所作为主的御制之作，相对较为珍贵。同时，秘阁也和三馆一样，担负

着为国家储备人才的使命，既设置秘阁馆职，又诏试文臣名儒入阁供职。准确地讲，当时的秘

阁实为太宗皇帝专用的藏书之府，秩次虽在三馆之后，合称之为馆阁，但秘阁所藏典籍实乃三

馆中精选出来的当世之珍品。其中有“晋王羲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明皇、颜真卿、
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顾恺之画《维摩诘像》、韩干《马》、薛稷《鹤》、戴松《牛》及近

代东丹王李赞华《千角鹿》、西川黄筌《白兔》，亦一时之妙也”。瑏瑤诸如此类的贵重典藏，所服务

的对象自然是皇帝或皇家，再到后来秘阁便成为主要珍藏精善典籍和供奉太宗御书御制品的

专署，足见其重要性绝非一般。
( 二) 秘阁有别于三馆的特殊性

在诸多方面，秘阁虽与三馆类似，但又与三馆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它已经不是一般文

臣可以随便介入的场所。如《麟台故事》辑本卷五《恩荣》载: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
诸曹侍郎、给事、谏议、舍人等诣阁观御书图籍。帝知之，即召内品裴愈就赐御筵，出书籍
令纵观，尽醉而罢。二日，又召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纵观，赐宴如前。帝作赞赐
之，宰臣李昉等请刻石阁下。李至上表，引唐秘书省有薛稷画鹤、郎余令画凤、贺知章草
书，当时目为三绝;又引颜真卿请肃宗题放生池碑额及近时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乞御书飞
白书“玉堂之署”为比，愿赐新额，以光秘府。诏中书、枢密院、近臣观新阁，又赐上尊酒，
大官供膳。是日，遣中使赍御飞白书“秘阁”二字以赐李至，李昉等相率诣便殿称谢。退
就饮宴，三馆学士预焉。又赐御赞以美其事，李至上表谢，仍请以御制《赞》刻石秘阁。瑏瑥

其实，该条下四库馆臣据宋释文莹《玉壶清话》所载此事来看，八月一日并非李至主动召

集或邀请李昉、宋琪、侍徐铉等人，而是这一班文人在没有向皇帝请示的情况下，因雅兴所至，

强烈要求专掌秘阁书籍的李至打开新建的秘阁，一观秘阁藏书。然而，李至乃是一个极为小心

谨慎之人，一再推辞说:“扃钥诚某所掌，籖函中幂，严秘难启，奈诸君非所职，窥不便。”李昉等

三人笑着对李至说:“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茍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于是便顺势强拉

着李至进入秘阁观书。李至无奈之下，暗遣阁使密奏宋太宗。太宗闻知此事，非但不加追究，

反而以此为契机，顺势倡导崇文之意，故才有连日盛宴款待馆阁文臣及飞白御书秘阁匾额的佳

话。不过，此事也正好从侧面证实: 即便是当朝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徐铉等这

样级别的重臣，若要进入三馆书库借阅书籍，应该是理所当然而本无问题可言之事，但要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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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阁观书，必须得有皇帝恩准才行。由此可见，秘阁与同处在崇文院中的三馆相比，更是有着

不同于寻常的特殊性———完全具有那个时代所不可或缺的皇家藏书之特色。
( 三) 秘阁使崇文院的社会政治地位攀升

鉴于秘阁建立后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崇文院在朝野的地位和影响愈加不同凡响。淳化元

年八月瑏瑦，时任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等向太宗上书建言:

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直未央宫，即麒麟、天禄阁在其中; 命刘向、杨雄典校，皆在禁中
书，即内库书也。东汉藏之东观，亦在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
秘书。及魏分秘书为中书，而秘书监掌艺文图书之事，后以秘书树少府，故王肃为秘书监，
表论秘书不应属少府，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应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有所藏之书，
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于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
阁”之号。故晋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三万余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
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即位，写秘
阁之书，分为三品，于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五年，亦于
乾元殿东廊写四库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至十三年，乃
以集仙殿为集贤殿，因置及贤书院。虽沿草不常，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于内也。自唐室陵
夷，中原多故，经籍之物，荡然流离，近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弊之末，复兴经籍，三
馆之书，访求渐备，陛下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于宸心，
非因群下之议也。况睿藻宸翰，盈编积简，则其奥秘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建置之后，寒
暑再周，顾其官司，未详所处，乞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至于高下之次，先后之称，亦昭示
明文，著为定式，其秘书省既无书籍，原隶京百司，请如旧制。瑏瑧

李至等的建言，在总结汉至宋代国家藏书的演变大致经过中，可以很确定地看到“秘阁”
之号始于晋，由其所演化而来的宋初的秘书省，又与宋前相比而言，已不属于藏书机构。宋初

的秘阁藏书作为“王者藏书”，表面上看似乎沿袭了前代，但秘阁藏书新建在崇文院中，又与宋

前有所很大的不同。即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致使此前历代皇家藏书

与国家藏书难分彼此的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只是符合了那个时代皇家典藏的现实需

要，更为重要的是发挥了典籍本身的功用———三馆与秘阁的藏书均在崇文院内，区分在于: 秘

阁藏书乃当时北宋典藏中堪称精华和极品的部分瑏瑨，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帝王; 三馆的藏书比较

丰富而精善，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朝廷所选任的馆阁文士，当然其他臣僚亦可按照规定入三馆观

书、借书等。也正是在秘阁与三馆藏书有了明确的分野之后，宋代的皇家典藏与国家藏书也有

了较为确定的界限。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即便是三馆所藏典籍一般情况下仍旧不可能更多

地服务于广大社会文士，但是在着力推动北宋右文政策的贯彻落实方面，所发挥出来的重大作

用确实无法估量。因为此举特为关键之处就在于: 以馆阁为依托，能够把天下最为优秀的文士

与国家甚为精善的典籍有效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为宋代创造出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

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瑏瑩的辉煌成就提供了可能。
也正是由于李至等的这一建言，朝廷更进一步确定了馆阁之间的秩次。即太宗降诏曰:

“朕肇兴秘府，典掌群书，仍选名儒，入直于内，文籍大备，灿然可观。处中禁以宏开，非外司之

为比。自今秘阁宜次三馆，其秘书省依旧属京百司。”瑐瑠此后的三馆秘阁合称之为“馆阁”，也是

崇文院的别称，实实在在成为北宋国家典籍之府。
可见，崇文院中新建秘阁之重大意义在于: 标志着北宋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的正

式确立。在当时而言，此举似乎是表面上提升了馆阁文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进一步明确了崇

文院典藏的不同功能; 但以后世观之，此举不仅切实为后来北宋国家藏书及其制度的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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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瑐瑡，而且为有宋一代之所以能够创制出后世深加叹赏的文化功绩，形成了良

好的制度保障。

结 语

从北宋藏书制度建设的角度讲，秘阁的建立意味着其切实承担起了当时皇家藏书的重任，

从而使之前延续的三馆之设，因其主要服务于在朝文臣，故相对而言更多地担负着国家藏书的

职能。如此一来，之前历代皇家藏书与国家藏书实即一也的状况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即

以馆阁为核心的藏书制度的建立，不只是符合了那个时代皇家典藏的现实需要，更为重要的是

发挥了典籍本身的功用———较为广泛地服务于更多的上层文士，有效地推动了北宋右文政策

的实行，其所产生的影响特为深远。直至数百年后，清代乾隆皇帝时，还认为文渊阁的各项制

度应参照宋制。时至今日，仍然会有许多重要方面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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